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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寻租性动机与响应性特征，构建一个扶贫捐赠活动中政企双方互惠性互

动的逻辑框架，进而分析企业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避税效应，并使用手工收集的扶贫捐赠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发现，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后，扶贫捐赠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在此之前该效应则不存在; 但
是，受政企双方互动区域内向性的影响，在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时，扶贫捐赠的地域流向不同、流入地域的贫困
程度不同、捐赠的产权主体不同，带来的避税效应也不同。研究认为，企业扶贫捐赠的寻租性、租金激励的区
域内向性与激励主体的选择性，会影响我国脱贫治理的规范化与脱贫成果的巩固。因此，建议通过构建良性
的慈善捐赠激励机制，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的扶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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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此后，习主席站在
治国理政的高度就精准扶贫发表了系列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则相继发布了系列脱贫攻坚文件。在
这种背景下，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基本方略。面对密集推出的
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国家经济中坚力量的企业迅速做出了响应。一个突出表现是，2013 年以来企业用
于扶贫捐赠的资金出现了明显增长，特别是扶贫攻坚进入“冲刺期”以后，企业用于扶贫捐赠的资金甚
至还呈现出了超越企业慈善捐赠的重点———社会发展类捐赠①的趋势。
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企业实施的慈善捐赠活动具有典型的工具性特征，特别是在宏观税负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通过捐赠实现避税往往是企业积极参与该类活动的主要目的［1］。在工具性逻辑下，面对
扶贫捐赠的异军突起，本文关心的几个问题是: 扶贫捐赠是否也是企业获得避税收益的载体? 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那么在脱贫治理属地化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企业扶贫捐赠的避税效应又具有怎样的独特

性? 其内在机制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沿着“企业慈善捐赠动机———扶贫捐赠中政企双
方的互动———政策响应的税收回报”逻辑展开。之所以选择这一逻辑，是因为动机是理解企业捐赠行
为的起点［2］，互动则是政企双方达成合意并影响政策响应回报的供需基础。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结合我国的分权体制，从寻租、设租的视角，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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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扶贫捐赠活动中政企双方互惠性互动的逻辑框架，发现自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扶贫捐赠已经

成为一个企业获取避税收益的载体，但企业能否借此获得避税收益，主要取决于扶贫捐赠的地域流向

是否满足了地方政府脱贫治理的需要以及企业产权性质的约束。上述框架与发现对促进我国脱贫治
理的规范化与脱贫成果的巩固、对理解属地化治理与政企互惠的关系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 一) 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与特征: 寻租与响应

企业慈善捐赠活动的本质是什么? 对于该问题，研究较为领先的西方学界的认知尚未达成一致。
有学者认为企业慈善是对公益的承诺，且这种承诺至少包含着一些无私的成分; 有学者认为企业慈善

是一种社会投资，并期望善行能有善报; 还有学者认为企业慈善就是一种社会营销的手段［3］。受此影
响，西方学界对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认知具有较大差异，并形成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争，在争论

中利己主义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4］。在中国情境下，学界对企业捐赠动机的认知类似于西方，即同样
存在着利他和利己主义之争，并且支持后者的研究也远超前者［5］。
但是在实践中，中西方企业实现利己动机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

企业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实现利己目的，当借助政治力量时其透明度也较高，如赞助选举、政治捐赠和
游说等［6］; 在市场完备程度较差的中国，企业在实现利己目的时更容易受到公权力的干预、更偏好寻
租。原因是，中国是处于发展中的转型经济体，还未能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地将商业和政府分开的机
制，其结果是政府控制了经济发展中几乎所有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具有强烈的干预市场的倾向［7］。
内生于这种制度环境的中国企业，为了获得公权力干预下的经济租，自然会更加依赖政府、更加重视
对政企关系的维护。然而中国并不允许制度化政治寻租途径的存在，所以慈善捐赠这种既没有法律
风险又可以隐蔽地协助政府解决问题、既符合公众价值观又有助于提高企业合法性的非正式手段，就
很容易被赋予寻租的职能。
在利己动机特别是寻租目的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表现出了典型的响应性特征，即

企业多将慈善捐赠视为是外部压力而不是内生性动力，企业的捐赠行为则多是应激性的而不是适应

性与前瞻性的。例如，在进行区域扩张时，企业会显著增加捐赠以便减少政府的排斥［8］; 当政府官员
换届时，企业也会增加捐赠以便弱化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9］。黎文靖［10］甚至认为，在 2006 年以
后，伴随着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社会责任已经不再是

中国企业的自主行为，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的体现。
( 二) 扶贫捐赠中政企双方的互动: 合意与合意的区域内向性

如果将企业的慈善捐赠纳入公权力干预下的寻租与响应框架之中，就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 一

是，企业通过响应政府的哪种政策才能获得寻租收益? 二是，企业优先响应哪级政府才能获得更大的

寻租收益? 其中，第一个问题主要与企业响应的政策指向性有关，第二个问题则主要与企业响应的激

励强度有关。从寻租、设租的角度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较为明朗，那就是只有当企业响应的内容恰
恰是政府的所需时，也就是供需双方能达成合意时，寻租方才能顺利地从设租方处获得租金。需要说
明的是，在合同法上，合意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11］，本文则是从隐性契约的角度，将合意

界定为政企双方对互惠规则心照不宣式的共识。
对于第二个问题，刘春济和彭屹［12］认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明显的区域内向性特征，即企

业更倾向于响应所处辖区地方政府而不是域外政府的期望，即便是中央企业也不例外［13］。其成因之一
是，我国政府的治理体制属于地方分权式压力型体制，在分权中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的委托对当地企业

实施着“属地化管理”，并控制着事关企业发展的关键性生产要素; 成因之二是，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
拥有了更大的剩余索取权，为了获得纵向的官员晋升激励和横向的“自我晋升”激励［14］，地方政府有“以
邻为壑”、实施地方保护的冲动［15］。在这种状态下，企业在捐赠时、在协助政府承担政治任务或解决社会
问题时，需要响应的主要是所处辖区地方政府的号召而不是域外对手的号召，或者是至少要做到内外兼

顾，否则地方政府就可能会认为该企业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有结盟关系进而减少扶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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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贫捐赠活动中，合意同样是政企双方互惠性互动形成的前提。其制度基础在于，在压力型体
制中执政者偏好决定了国家的系列制度安排［17］，精准扶贫之所以会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得益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偏好。为了获得政府干预下的经济租，企业首先需要积极响
应这种偏好双方才能更顺利地达成合意。同时，由于我国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是非均质的，脱贫治理
具有典型的属地化治理特征，这意味着在扶贫捐赠活动中，政企合意的区域内向性即政企互惠性隐性

契约的达成与兑现的属地化取向会更加突出。当然，伴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我国脱贫治理的地域范
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贫困地区，相关背景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2015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其中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于是，在科层体制压力
下，脱贫任务被层层分解，脱贫治理的属地化特征也随之减弱。但是，从脱贫资源流向和脱贫治理具
体执行者的角度看，特别是从省级政府需要统筹本省内脱贫事项的角度看，我国脱贫治理的属地化特

征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彻底改变。
在属地化治理中地方政府间展开了“脱贫锦标赛”［18］，为了赢得竞赛，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了运动

式治理方式。在运动中，企业之所以愿意做出响应，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寻租、设租机制，该机制的基本
逻辑是: 地方政府会运用属地内关键资源的分配权进行设租，企业则在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展开

寻租，扶贫捐赠与相关激励则是两者在区域内向性框架中达成合意的媒介。政企双方互惠性互动的
区域内向性框架意味着，企业能否通过扶贫捐赠获得租金，不仅仅取决于企业是否响应了国家的扶贫

政策，还取决于企业扶贫捐赠的地域流向是否与脱贫治理的区域内向性相契合。
( 三) 研究假说: 扶贫捐赠、避税与区域内向性
依法纳税是企业需要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但是面对较为沉重的税务负担［19］，中国企业仍

有足够的动力进行避税甚至逃税。当然，与逃税这种违法行为相比，理性的决策者更愿意采取避税这
种合法的行为，亦即“愚者偷税、精者避税”，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愿意放松税收监管的情况下。具体而
言，1994 年及以后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加大了中央控制地方税权的能力，地方政府在失去独立的税权以
后，为了赢得税收竞争、增加预算外收入［20］，或者是为了激励企业承担政治任务、解决社会问题［1］，纷
纷通过合谋或者俘获监管机构的方式人为地调节着税收执法的力度［21］，从而为企业避税提供了制度

空隙。
承前所述，慈善捐赠是一种颇受企业青睐的寻租工具，那么在国家大力倡导精准扶贫这样的政策

背景下，扶贫捐赠是如何转化为避税载体的? 与之对应的是，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前，企业是否也

可以通过扶贫捐赠降低税负? 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政企双方的合意性互动中。具体而
言，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出与国家全面脱贫时限的临近，我国常规式的扶贫治理逐渐被运动式治

理替代，特别是在扶贫任务比较重的省份，上至省长与省委书记、下至县长与县委书记均成了辖区内
扶贫工作的主要甚至是第一负责人。在这样的制度压力下，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扶贫工作与政府
相对有限的财政救助能力，各级政府迫切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在政府拥有丰富“劝捐”经历的
情况下。在税收执法力度可以人为调整的情况下，面对政府发出的寻求协助的信号，企业有动力展开
扶贫捐赠以便减轻税负，作为激励，政府则会放松税收审计和税收督察的力度。与精准扶贫相比，在
之前的“粗放扶贫”阶段，脱贫虽然也是政府必须处理的任务，但是远没有达到国家治理方略的高度。
与之相应的是，地方政府投入的脱贫治理资金较少，上级政府对下级的监督控制与治理激励力度也不

大［18］，此时扶贫捐赠未必是地方政府迫切需要的，这就降低了政企双方达成合意的概率。据此，本文
提出了如下假说:

H1: 在响应扶贫政策时，与之前相比，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后，企业的扶贫捐赠越多，避税效应
越显著。
但是竞争性体制又意味着，企业的扶贫捐赠只有在符合区域内向性要求时才能获得较好的避税

效应。在中国式地方分权体制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多向度的，既包括传统的 GDP 增长竞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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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和谐社会构建目标下的脱贫竞争。上述几种竞争的表现形式虽然所有差异，但其得以实施的内
在逻辑却是一致的，即都服务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22］，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学者会将企业社会责

任视为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政治考核目标而对地方企业进行的政治干预的重要原因［10，23］。然而，官员
的晋升竞争往往具有排他性，要求“肥水不流外人田”，即辖区内的企业应该积极帮助本地政府而不是
外地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否则企业的捐赠行为就会招致非议［24］，本地政府甚至会因认为该企业与自

己的竞争对手有结盟关系而减少对该企业的扶持［16］。同理，本地政府也更愿意把避税这样的租金激
励给予本地企业而不是外地企业。其原因之一是，互惠性激励有助于推动企业参与本地的扶贫实践，
亦即“来而不往非礼也”; 原因之二是，本地企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扶持本地企业
才有助于本地政府持续地获得脱贫治理的资金。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说:

H2: 响应政策时，与流向外地相比，流向本地的扶贫捐赠越多，避税效应越显著。
在区域内向性框架下，我国贫困地区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也会影响企业扶贫捐赠的避税效果。

我国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该类地区制度缺失和法制
不健全的程度较为严重，政府在配置稀缺资源时的自由裁决权更大，企业依托慈善捐赠展开寻租的动

机也更加强烈［25］。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为了保留企业、吸
引投资，地方政府主动提供税收优惠、放松税收征管的可能性也会更大［19］。相反，脱贫任务比较轻的
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发达、市场机制较为完善、法制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在这样的地
区，企业的权益能获得较好的保障，企业也愿意忍受更高的税负，所以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

压力就不大［26］，企业通过扶贫捐赠获取避税效应的动力也不大。当然，贫困地区在扶贫资金缺口较
大的情况下，通过加强税收监管，将财政压力以税收的形式转嫁给地方企业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

路，但是受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影响，这种雪上加霜的思路会把贫困地区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从而使

表现原本就不佳的地方经济变得更加颓势，所以该思路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据此，本文提出了如
下假说:

H3: 对于流向本地的扶贫捐赠，与任务轻的地区相比，本地的扶贫任务越重，避税效应越显著。
在二元所有制结构下，在探讨避税性寻租行为时产权属性是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在分析“谁”更

容易获得避税收益时，常见的分析思路包括避税倾向、避税能力和税收监管意愿差异等，但是结论并
不一致［20，27］。本文认为，不同产权企业通过扶贫捐赠获得避税收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企隐性契约
合意的深度与政府诉求的多元化均衡。具体而言，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属于“依存型关系”［28］，
在这种关系中企业管理者作为政府的代理人肩负着诸多“行政职责”，当面对脱贫攻坚这一政治任务
时，政府与国企的“同根同源”会提高双方互动的合意性和互助度，自然地税收监管会随之松弛; 非国
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属于“权威型关系”或“规则型关系”［28］，在这种关系中企业难以与政府讨价还价，
非国有企业为了获取关键性生产要素需要比国有企业付出更多［10］，所以在扶贫捐赠活动中非国有企

业未必可以获得较为对等的避税收益，特别是在扶贫任务重、财政缺口大的地区。同时，扶贫任务重
的区域地方政府既希望企业大力参与扶贫，又不愿意过度放松税收监管以免降低自己所依赖的通过

投资刺激地方经济增长的能力。为了均衡上述诉求，减少对地方国有企业而不是非国有企业的税收
监管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受 2002 年分税制改革将企业所得税从地方税转变为共享税的影响，
地方国有企业的税后留存利润越多，地方政府获得的预算外收入就越多［20］。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
假说:

H4: 对于本地是扶贫任务重的地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流向本地的扶贫捐赠越多，
避税效应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样本为 2009—2017 年中国沪深 A股所有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
上市公司，并进行了以下筛选: 删除金融保险类样本，删除 ST、PT类样本，删除所得税费用为负以及利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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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总额为负的样本，删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共获得了 3 493 个有效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为: 扶
贫捐赠数据手工整理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来自 CSMAＲ 和 Wind 数据库。
在整理扶贫捐赠数据时，将企业用于下列条目的无偿支出归类为扶贫捐赠: 精准扶贫支出、用于贫困 /
边远 /革命老区 /农村地区的支出、用于贫困 /弱势群体的支出、救济支出和帮扶支出等。考虑到本文
研究的是避税这一外部效应，所以相关支出仅限于对外支出。为了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
连续变量在上下 1%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对于样本非随机性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在稳
健性检验部分进行讨论。
( 二) 变量与测度

1． 因变量
借鉴多数文献的做法，使用实际税率( ETＲ) 和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TＲD) 两个指标测度避

税程度( TaxAvo) ［1，20］。ETＲ的算法为实际所得税费用与税前利润之比，该指标越小意味着企业避税的
程度越大。TＲD的算法为适用所得税税率与 ETＲ之差，该指标越大意味着企业避税的程度越大。

2． 自变量
沿用既有文献的做法［6，10］，将企业扶贫捐赠额加 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并记为 Dona。在稳健

性检验中，则使用扶贫捐赠倾向( Dona_d) 作为自变量，即有扶贫捐赠支出的记为 1，反之则为 0。
3． 分组变量
为了检验 H1至 H4需要设置多个分组变量。对于 H1，本文将 2013年视为是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前

后的时间分割点。对于 H2，基于脱贫治理的属地化特征与地方保护的行政边界特征并借鉴相关研究
的做法［27］，将上市公司总部注册地所在省视为本地，否则则视为外地，同时将流入外地的扶贫捐赠记

为 Dona_out、将流入本地的扶贫捐赠记为 Dona_in，算法同 Dona。对于H3涉及的本地扶贫任务的重与
轻，根据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2年发布的是否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识别。
对于 H4 涉及的地方国有企业，是指由地方国资委、财政局等为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具体根据
CSMAＲ数据库进行识别。

4． 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虚假相关性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参照既有文献选择了控制变量［1，20］，包括公司规模

( Size) 、资产收益率( ＲOA) 、资产负债率( Lev) 、存货比率( Inv) 、总资产周转率( Turn) 、股权集中度
( Share10) 和机构持股比率( Ins) ，同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变量。其中，Size 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
数，ＲOA等于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Lev等于总负债除以总资产，Inv等于存货除以总资产，Turn等于主
营业务收入除以总资产，Share10 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Ins为机构持股比例之和。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ETＲ 0． 203 8 0． 121 1 0． 007 2 0． 815 8 3 493

TＲD － 0． 009 4 0． 112 4 － 0． 594 7 0． 217 1 3 493

Dona 1． 358 0 2． 168 7 0 7． 696 7 3 493

Dona_d 0． 328 9 0． 469 9 0 1 3 493

Size 23． 035 8 1． 387 5 20． 437 0 26． 817 9 3 493

ＲOA 0． 060 5 0． 048 9 － 0． 012 4 0． 237 3 3 493

Lev 0． 472 6 0． 197 8 0． 062 5 0． 864 9 3 493

Inv 0． 172 4 0． 164 4 0． 000 5 0． 761 3 3 493

Turn 0． 651 5 0． 427 6 0． 082 5 2． 306 6 3 493

Share10 0． 599 5 0． 160 7 0． 216 5 0． 928 4 3 493

Ins 0． 500 2 0． 224 2 0． 013 8 0． 905 7 3 493

描述性统计结果列示于表 1。其中，
ETＲ 的均值为 0. 203 8、TＲD 的均值为
－ 0. 009 4，这两个指标与李增福等［1］ 的测
度结果较为接近。扶贫捐赠 Dona 的均值为
1. 358 0，标准差为2． 168 7，说明企业的扶
贫捐赠投入存在较大差异; 捐赠倾向

Dona_d的均值为 0． 328 9，意味着样本企业
的扶贫捐赠参与率为 32． 89%，说明样本企
业的扶贫捐赠行为较为普遍。此外，控制变
量的标准差显示，企业的经营特征存在一

定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的避税

行为［1］。
( 三) 估计方法与模型

相关研究多使用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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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方法进行估计［1，6，26］，但是王箐等［29］认为，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时序相关和截面相关等问
题，此时使用 OLS估计会低估标准误、降低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建议使用 Driscoll-Kraay 标准差进
行估计。据此，本文拟使用 Driscoll-Kraay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假设 H1 至 H4 进行检验①，回归模型设
定为:

TaxAvoi，t = α +∑βDonationi，t +∑γXi，t + ui + vt + εi，t ( 1)

在( 1) 式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u表示个体固定效应，v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为残差项。用于
测度 TaxAvo 的指标包括 ETＲ 和 TＲD，用于测度 Donation 的指标包括 Dona、Dona_in、Dona_out 和
Dona_d，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如前文所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假设 H1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year ＞ 2013 year ＜ 2014

ETＲ
模型 1

TＲD
模型 2

ETＲ
模型 3

TＲD
模型 4

Dona － 0． 002 5＊＊

( 0． 000 7)
0． 002 6＊＊

( 0． 000 6)
－ 0． 001 1
( 0． 001 3)

0． 001 0
( 0． 001 5)

X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560 2*

( 0． 206 8)
0． 778 2＊＊

( 0． 233 9)
0． 205 1
( 0． 265 4)

0． 164 0
( 0． 257 0)

N 1 885 1 885 1 608 1 608
Within_Ｒ2 0． 068 9 0． 069 2 0． 120 5 0． 104 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3 假设 H2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ETＲ
模型 1

TＲD
模型 2

ETＲ
模型 3

TＲD
模型 4

Dona_in － 0． 003 8＊＊＊

( 0． 000 5)
0． 003 8＊＊＊

( 0． 000 6)

Dona_out 0． 000 5
( 0． 001 2)

－ 0． 000 4
( 0． 001 1)

X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546 4*

( 0． 211 8)
0． 764 3＊＊

( 0． 238 4)
－ 0． 554 3*

( 0． 211 0)
0． 722 9＊＊

( 0． 237 4)
N 1 885 1 885 1 885 1 885

Within_Ｒ2 0． 070 1 0． 070 3 0． 067 0 0． 067 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一) 基础回归结果

针对 H1 的检验结果列示于表 2②。模
型1和模型3显示，在2013年之后Dona与
ETＲ的关系显著为负，在2014年之前两者
的关系是负向的但不显著; 模型 2 和模型
4 显示，在 2013 年之后 Dona与 TＲD的关
系显著为正，在2014年之前两者的关系是
正向的但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只有在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后，扶贫捐赠才有助

于企业显著降低税负，H1 由此获得了
验证。
针对H2的检验结果列示于表3。模型1

和模型 3 显示，流入本地的扶贫捐赠
Dona_in与ETＲ的关系显著为负，流向外地
的扶贫捐赠 Dona_out 与 ETＲ 的关系则是
正向的但不显著。模型 2 和模型 4 显示，流
入本地的扶贫捐赠 Dona_in与 TＲD的关系
显著为正，流向外地的扶贫捐赠 Dona_out
与 ETＲ的关系是负向的但不显著。考虑到
少部分企业扶贫捐赠的地域范围既包括本

地也包括外地，为排除干扰将该类样本删

除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未发生不利于 H2
的变化③。上述结果表明，只有流入本地的
扶贫捐赠才有助于企业避税，假设 H2 由此
获得了验证。此外，本文还单独对既向本地
又向外地进行捐赠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回归显示该类企业的扶贫捐赠不但没有减轻企业的税负还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加重了企业的税负④，该结果在侧面支持了假设H2并说明在扶贫捐赠领域同样存在
“以邻为壑”的现象。

—27—

①
②
③
④

对模型进行 F检验、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具有恰适性。
限于篇幅，在表 2 至表 6 中均未列示控制变量，需要者可索取。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回归结果，需要者可索取。
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回归结果，需要者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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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假设 H3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扶贫任务重 扶贫任务轻

ETＲ
模型 1

TＲD
模型 2

ETＲ
模型 3

TＲD
模型 4

Dona_in － 0． 002 9*

( 0． 001 2)
0． 003 5＊＊

( 0． 001 1)
－ 0． 003 6＊＊

( 0． 001 0)
0． 003 3＊＊

( 0． 001 0)
X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971 8
( 0． 555 0)

1． 280 9
( 0． 546 8)

－ 0． 580 7*

( 0． 196 8)
0． 763 4＊＊

( 0． 212 3)
N 568 568 1 317 1 317

Within_Ｒ2 0． 104 5 0． 106 6 0． 065 2 0． 063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假设 H4 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地方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ETＲ
模型 1

TＲD
模型 2

ETＲ
模型 3

TＲD
模型 4

Dona_in － 0． 003 5＊＊

( 0． 001 0)
0． 004 2＊＊

( 0． 001 3)
－ 0． 001 2
( 0． 001 2)

0． 001 5
( 0． 001 2)

X YES YES YES YES

_Cons － 1． 024 6
( 0． 641 3)

1． 399 9
( 0． 639 8)

－ 1． 146 2＊＊

( 0． 269 8)
1． 283 6＊＊

( 0． 326 7)
N 236 236 212 212

Within_Ｒ2 0． 206 0 0． 197 5 0． 152 4 0． 158 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针对H3的检验结果列示于表4。模型 1
至模型 4 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扶贫任务轻
还是重，流入本地的扶贫捐赠均有助于企业

减轻税负。从系数大小看，模型3系数的绝对
值要大于模型 1，模型 2 的系数则大于模型
4。使用 Center 命令去除模型中的个体效应
后，基于 Suest方法检验模型1和模型3解释
变量的系数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

Chi2( 1) = 1． 49、Prob ＞ Chi2 = 0. 222 5，即
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使用同样的方法检验

模型2和模型4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否存在差
异，结果显示Chi2( 1) = 3．28、Prob ＞ Chi2 =
0． 069 9，即模型 2的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
大于模型 4 的系数。因此，H3 获得了部分
支持。
针对 H4 的检验结果列示于表 5。模

型 1 和模型 2 显示，地方国有企业的扶贫
捐赠有助于其显著降低税负，但是非国有

企业的扶贫捐赠未能在 10%及以上水平上
起到显著的降税效果。上述结果说明，对
于本地是扶贫任务重的地区，流入的扶贫

捐赠只能帮助地方国有企业显著降低税

负，H4 由此获得了验证。
( 二) 稳健性检验①

1． 调换测度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使用扶贫捐赠倾向 Dona_d代替捐赠额 Dona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不利于 H1至

H4 的变化，并且 H3 也获得了支持。
2． 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样本为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了应对样本选择非随机性问题，使用

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进行了检验: 第一阶段，在原有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
否为应规发布虚拟变量，并根据回归结果估计出了概率模型的逆米尔斯比率( IMＲ) ; 在第二阶段，将
IMＲ纳入式( 1) ，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不利于 H1 至 H4 的变化。

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企业的扶贫捐赠可能会受到往期避税收益的影响。为了应对该类内生性问题，参照刘春济和高

静［30］的方法构建了工具变量———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内样本企业的扶贫捐赠均值加 1 的自然对数，并
使用两步 GMM方法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远大于 16． 38 这一临界值，说
明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 结果同时显示，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 H1 至 H4 依据成立。
此外，在模型估计方法方面，本文还分别使用大多数避税类研究常用的控制行业和年份的 OLS 方

法，结果显示除了个别模型外未发现不利于 H1 至 H4 的变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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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充检验与讨论
( 一) 补充检验

表 6 企业所在地扶贫任务轻时的避税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ETＲ
模型 1

TＲD
模型 2

ETＲ
模型 3

TＲD
模型 4

Dona_in － 0． 005 7*

( 0． 002 2)
0． 005 4
( 0． 002 4)

－ 0． 000 2
( 0． 001 1)

－ 0． 000 4
( 0． 001 3)

X YES YES YES YES

_Cons － 1． 386 3＊＊＊

( 0． 222 4)
1． 568 8＊＊＊

( 0． 222 6)
0． 100 0
( 0． 171 4)

0． 068 0
( 0． 124 8)

N 695 695 622 622
Within_Ｒ2 0． 065 0 0． 068 8 0． 092 4 0． 079 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 处 P值为 0． 115 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在使用基础回归和部分稳健性方法检

验 H3 时发现，当本地的扶贫任务轻时，扶
贫捐赠的流入也有助于企业减轻税负，为

了明确究竟是“谁”从扶贫捐赠中获得了
避税收益，有必要展开补充检验。在使用
ETＲ和 TＲD 两个指标同时测度 TaxAvo 的
情况下，结果仍然显示只有国有企业通过

扶贫捐赠显著降低了税负( 见表 6) 。在本
地扶贫任务轻的地区之所以也产生了上述

结果，可能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依存型关
系”具有地域普遍性有关; 同样，在“权威
型关系”或“规则型关系”中，非国有企业
与政府的政治关系相对较弱，政府对非国有企业执行税收政策时行为相对规范，所以国有企业可以获

得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的避税收益。
( 二) 讨论: 扶贫捐赠税收激励机制的潜在影响

扶贫捐赠活动中蕴含的政企互惠特别是区域内向性机制，具有系列潜在影响: ( 1) 扶贫开发是治
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脱贫攻坚战中扶贫捐赠却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企业隐性避税的工具，并

且避税收益的实现主要是以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弹性化监管为保障的，这种治理方式虽然有助于扶贫

工作的推进，但不利于贫困地区新型政企关系的建立。( 2) 受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限制，我国脱贫成果的巩固仍面临着多种挑战，需要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力量的支

持。扶贫捐赠税收效应的区域内向性，虽然有助于鼓励区域内企业的参与，但却不利于激发区域外企
业的热情。( 3) 民营企业历来是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主力军，“明里捐赠，暗里避税”也一度是民营企
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主要动力［1］，但是在脱贫治理活动中，扶贫捐赠并没有给民营企业带来显著的

避税收益。考虑到企业的慈善捐赠往往服务于公司利益［3］，相关收益的缺失有可能会影响民营企业
持续参与扶贫捐赠的积极性。( 4) 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战略，在国家实现了全面脱贫任务以后，仍需
要预防现有脱贫人口返贫并解决相对贫困等问题，这意味着脱贫治理需要处理好短期绩效和长期发

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政企合作关系，很可能会随着脱贫治理形势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从而不利于企业长远规划自身的扶贫工作、不利于现有脱贫成果的稳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第一，理论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显著的寻租性和响应性，扶贫捐赠的避税效应则

是企业从合意性政企互惠中获得的租金激励，且该激励具有区域内向性。这意味着企业能否通过公
权力干预获得经济租，不仅仅取决于政策响应时点的选择，还取决于扶贫捐赠的地域流向是否满足了

地方政府脱贫治理属地化的需要和企业产权属性的约束。
第二，实证结果显示: ( 1 ) 只有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后，企业的捐赠响应才能带来避税收益;

( 2) 在响应政策时，只有流向本地的扶贫捐赠才能帮助企业获得避税收益; ( 3 ) 对于流入本地的扶贫
捐赠，本地的扶贫任务越重企业的避税收益越大，且受益方主要限于地方国有企业，在扶贫任务轻的

地区也是如此。
此外，扶贫捐赠的寻租性与响应性、租金激励的区域内向性与激励主体的选择性，也可能会对国

家的脱贫治理乃至更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系列潜在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是否会转化为现实，还
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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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策建议

第一，理论分析表明，扶贫捐赠的避税效应是政企双方设租、寻租及其达成合意的结果，这意味着
政府既是导致企业避税的重要因素，也是规范企业扶贫捐赠和地方扶贫治理行为的抓手。事实上，我
国现行的税制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巨大的“征管空间”［19］，这种制度空隙是企业之所以可以通过慈善
捐赠获得税收激励的制度基础，换言之，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本身就为企业避税性寻租、为政企合谋
提供了温床和土壤。所以，为了规范企业的扶贫参与行为、促进扶贫治理的规范化与效果的长效化，
首先就是应该完善政府治理、优化制度环境。
第二，在避税收益的区域内向性和产权异质性需要治理且无法让所有企业受益的情况下，如果企

业能获得较好的其他类特别是市场类激励，企业积极参与脱贫事业的概率仍会大大提高。但长期以
来，寻租收益凸现、价值类市场激励不足是我国企业慈善捐赠面临的核心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亟须建立良性的慈善捐赠激励机制，包括政府角色转换与媒体关注等，而国家脱贫治理方略的确立与

推进则为该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与舆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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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ur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Ｒesponses : Donations，
Tax Avoidance and Ｒegional Intro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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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nt-seeking motivation and respo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China，and
analyses the tax-avoidance effect of enterprises’responding to nation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by using a hand-col-
lected dataset of CSＲ reports b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7．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after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re put forward，the anti-poverty don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which did
not exist before． However，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the tax-avoidance effects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regional flow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onation，the poverty degree of the region and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nt-seeking mo-
tivation of enterprise poverty alleviation donation，the regional introversion of rent incentive and the selectivity of the property
right will affect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 Based on this，it is suggested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be
guid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nstructing an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charitable donations．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hilanthropic donation; tax avoidance effect; regional intro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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